
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
———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

张劼颖 李雪石

提要:本研究从科学技术研究( STS)的进路出发，打开技术的“黑箱”，检
视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当中的技术争议。基于论域分析的框架，本文对垃圾焚
烧技术的争议焦点———剧毒物质二噁英的排放进行分析，以回答这项技术招
致反对的原因。本文还将借由民族志带领读者进入两个社会世界———垃圾
焚烧设施及其应用者的话语世界和反焚运动的话语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剖析
垃圾焚烧的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由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生产、应
用、循环和竞争的。在科技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本研究为环境运动研究提供
了新的进路，也为后续的环境治理、环境运动以及技术争议研究提供了一个
可用的方法包。
关键词:STS 论域分析 环境治理 知识生产

一、引言: 当代中国的垃圾治理危机与反焚运动的兴起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巨大变革，伴随消费社会而

来的垃圾危机也日益构成严峻的环境问题。从 2004 年开始，中国就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废弃物制造量最多的国家( 世界银行，2005) 。面对这
个前所未遇的环境治理危机，政府开始将垃圾焚烧视为良方。截至
2012 年初，中国在建和建成的垃圾焚烧厂有 160 多座。在随后的四年
里，又有 200 座垃圾焚烧项目在建，相关投资高达 700 亿元以上( 于达
维，2012) 。然而，各地的焚烧项目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抗议。一方
面，在建和拟建的厂遭到周边居民的邻避抗议，居民们担心垃圾焚烧厂

会带来环境危害和健康风险; 另一方面，针对垃圾污染、抗议垃圾焚烧
的环保组织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截止到 2014 年，全国有大约
56 家关注垃圾议题的民间环保组织( 零废弃联盟、合一绿学院，2015) 。
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已经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

注( 陈晓运、段然，2011; 郭巍青、陈晓运，2011; 何艳玲、陈晓运，2012; 曾
繁旭等，2013; 卜玉梅、周志家，2016; 张劼颖，2016 ) 。这些研究将反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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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置于社会运动研究框架之下，探讨这些行动的动员机制、组织框
架、行动策略等问题，但并未对抗争的原因和与技术有关的争议作出阐
释。换言之，这些研究未能回答: 为什么垃圾焚烧技术会激起反对? 各
方是如何理解这种技术的? 技术本身与环境运动的社会事实之间又存

在怎样的关系? 而唯有理解这些抗争所涉及的技术本身及其争议，才

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当今全球愈演愈烈的环境争端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

问题。
近年有研究者( Goldman et al．，2011) 提倡一种结合 STS( 科学技术

研究) 和政治生态学( political ecology) 的交叉研究，以 STS 的进路来理
解环境问题。将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共同生产作为一种“风格”( idiom)
来理解，是一种诠释与环境有关的复杂社会现象的方法，避免了单一的

社会决定论或自然决定论( Jasanoff，2004 ) 。这种进路相信，科学技术
知识并非是对自然的唯一客观表述，其本身也是一种情境性的文化实

践。环境政治实际上就是环境知识的政治。环境知识的生产者可能是
科学家，也可能是普通民众，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的

感受、表述、主张、假设、视野和管理技术。① 本研究遵循这一传统，试
图透过 STS 的视角，打开技术的黑箱，将科技知识“去本质化”( de-
essentialize) ，观看关于垃圾焚烧的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由
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生产、应用、循环和竞争的。
本研究关注环境争议当中的知识生产过程，通过对争议性技术的

论域分析，追问科学技术在地方被应用、传播与遭受争议的过程中其相
关知识如何被再生产出来，并试图理解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在不同的场

所当中生成相关知识并使得这些场所生产的知识具有合法性的。下文
将首先引入论域分析的框架，然后分析垃圾焚烧的技术争议焦点———
剧毒物质二噁英的排放，解释这项技术为何会遭致反对; 接着，将通过

民族志文本带领读者进入与垃圾焚烧设施和反焚运动论辩相应的两个

社会世界，并剖析双方的知识生产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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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著名的研究案例是韦恩( Wynne，1987) 针对有关有毒物质的知识进行的研究。他指
出:对于某种废弃物是否有毒的判定远比看上去的更复杂。行政管理者判定废弃物是否
有毒主要是基于专家和实验室的意见。在科学话语中，一种物质是否有毒则通常取决于
其浓度。然而，有毒和无毒的浓度“边界线”实际上非常难以界定。多年来，毒性健康影
响的科学研究结果持续地随着时间改变，也因地域而有所不同。其结果是，对浓度边界
的判定通常是人为决定的。只有专家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协商，才能够更充分地理解有
毒废弃物的社会风险。



如何在技术争议中由其应用者和反对者双方所生产进行回答。
本研究追溯垃圾焚烧技术，采用“多点民族志”的调查方法

( Marcus，1995) ，同时结合对官方文本、科技文献、大众传媒文本等材料
的分析。民族志资料来自于 2012 － 2016 年作者在广州与北京两地所
做的田野调查。从 2012 年 9 月开始，作者在广州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
人类学田野工作。2016 年 3 － 6 月，作者又在北京补充了资料。资料
收集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和访谈。参与观察的场所为公共垃圾处理
设施与设备，包括广州市的一座以及北京市的两座垃圾焚烧厂，此外还

包括反焚人士的集会、讨论、讲座以及法庭庭审现场。访谈对象主要包
括当地政府官员、环境科学工程师以及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行动者。

二、论域分析的框架与知识生产的理论脉络

(一)论域分析的框架及重要相关概念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论域分析( arena analysis) 成为 STS 领域中被
广泛运用的分析框架。论域分析关注关系和行动中的人与事物的活动、
陈述( 叙事、视觉、历史、修辞) 、工作过程( 合作、争议) 以及各种话语的交
织;其分析对象包括科学的实践、工作、组织以及技术的创造、流动和应
用，侧重于描述关系性的话语空间，适用于分析多元化的话语及知识生

产过程。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争论议题有较强解释力( Becker，1963，1982;
Bucher ＆ Strauss，1961; Bucher ＆ Stelling，1977; Wiener，1981) ，论域分析
已经被应用于不同的科学争议研究，如堕胎药的使用、空气污染争议
( Clarke ＆ Montini，1993; Christensen ＆ Casper，2000) ，等等。
论域分析理论上要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思想以及符号

互动论传统。芝加哥学派以城市中不同群体和社区为研究对象，提出
将个体所处其间的社会群体理解为“社会整体”( social wholes )
( Thomas，1914) 。早期对社会整体的研究关注各种社区( 如贫民窟) 。
随后，研究者不再囿于在一定区域或地理空间内的社区，转而关注社会

群体的身份认同、意义系统，以及某种工作、职业、专业是如何共享话语，
从而划定和建立边界的( Clarke ＆ Star，2008 )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指出，“社会现象的意义在于它们嵌入在社会关系当中……( 此嵌
入于社会关系中的意义系统) 即话语的宇宙( universes of disco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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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d，1972: 518) 。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总是位于并嵌入在多个不同
的话语的宇宙中( Mead，2009) 。话语是语言、动机和意义的集合，指向
社会成员对于其互动的相互理解，不同的话语的宇宙相互交织，经由话

语的联结、互动而形成论域( Mead，1964) 。
施特劳斯( Anselm Strauss) 将社会成员共享的话语空间称为“社会

世界”( social worlds) 。不同的社会世界当中存在着具有某种共同活动
或信念的团体，团体就如何开展事业构建着共同的意识形态( Strauss，
1978，1982，1993) 。社会世界的规模可大可小，是相互交叉的，同时也
是灵活、流动和过程性的; 在论域中，多种议题被不同的社会世界相互
争论、协商、斗争和操纵( Strauss，1978 ) 。贝克尔( Howard Becker ) 指
出，社会世界分析关注不同的行动者群体是如何生成意义以及就共同

的对象一起行事的( Becker，1982) 。在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中，研究者关
注不同的工作和职业，如艺术、医学等专业领域( 如 Becker，1963，1982;
Bucher ＆ Strauss，1961; Bucher ＆ Stelling，1977;Wiener，1981) ，而“科学
工作”也可以被视为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
随着符号互动论者在 STS 研究中的广泛参与，克拉克( Adele

Clarke) 等对 STS 当中“社会世界 /论域分析”的框架进行整合，指出:
“当多个社会世界增长并交错纵横，不同的事业、观点、资源的冲突和
融汇就构成了论域”( Clarke ＆ Star，2008: 113 ) ，对于一个论域当中不
同社会世界的整体分析即为论域分析。论域分析框架作为一个可直接
用于科学技术分析的理论 /方法包，有一系列场景化概念，①包括社会
世界、边界物等。边界物是不同社会世界的交叉点，也是不同社会世界
参与者交叉工作、对话的对象。由于不同参与者交汇于此，边界物可能
会成为激烈争议的核心。考察边界物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社会世界当中
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对话及争议又是如何进行的( Clarke ＆ Star，2003，
2008) 。要分析一种边界物，就要分别探讨不同的参与者如何通过其
行动与话语重塑、表述边界物，并与之相互作用，结成不同的复杂关系。
在本研究中，垃圾焚烧排放物二噁英就是这样一种边界物。
技术应用的风险往往涉及不同社会行动者的评估、诠释、感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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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场景化概念( sensitizing concepts) 与定义性概念有所区别。对于场景化概念而言，概念本
身的定义不是本研究的目的。概念知识作为分析的手段、工具，被应用于不同的主题，并
服务于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些概念更为具体的诠释以及梳理参见文后附表 2。



定与沟通。关于风险的政治辩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社会论域中，
而论域又涉及不同的剧场，如立法、司法、科学、行政以及大众传媒等
( Ｒenn，1992) 。对风险做出论断，是不同企业、机构等行动者互相竞争
和协商以共同界定一个可接受的阐释的行动( Clarke，1988 ) 。在技术
风险论域的舞台上至少有几组行动者，即风险的承受者、宣传者、制造
者、研究者、仲裁者以及告知者等( Palmlund，1992) 。论域分析试图充
分囊括与边界物相关的社会参与者( Strauss，1978，1993; Becker，1982;
Clarke，1990，1991) ，特别是试图揭示在舞台上不太显眼、似乎无关紧
要的“潜在相关行动者”( implicated actors) 。对于任何技术都有多种
观点，对其多样性进行简化可能是一种霸权( Star，1983 ) ，研究那些在
争议中不够权威的相关行动者是解构科学霸权的一种方式。循此思
路，本研究不仅分析垃圾焚烧技术的科学官方话语，还关注其应用和传

播的现实过程，并把民间反对者的技术知识纳入分析，检视两种知识的

交会和相互作用。参照论域分析的理论示意图( Friese et al．，2017) ，本
研究的实证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本研究论域分析的实证示意图

(二)合法性知识的生产:场所及地方性

论域分析关注各个社会世界当中不同的话语是如何被构建出来，

如何与相应的知识 /权力结合从而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具体的科学知
识是在诸多不同学说及争议当中通过竞争脱颖而出，逐步获得稳固的

051

社会学研究 2019． 4



“免疫”地位的; 而一个理论则必须被物象化( materialization) 成稳定的
事实，才可能成为科学真理( Latour ＆ Woolgar，1979) 。换句话说，科学
知识的合法性与生产知识的物象化场所紧密相关。相关的核心问题就
是: 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这种合法性的生产又是

如何与空间联系在一起的? 或者说，知识生产的合法性是如何通过在

空间当中的物象化来实现的?

科学知识是在特定设计的、封闭的空间当中生产出来的( Golinski，
1998) 。在科学的论域里，实验室是理想的、权威的、合法的科学知识
生产场所，其合法性离不开一系列物象化特征的建构 ( Shapin ＆
Schaffer，2011; Cunningham ＆ Williams，1992; Pickering，1992) 。科学史
研究表明，实验室中的试验是逐渐取得合法性从而成为生产科学事实

的活动，其关键在于: ( 1) 尽量使用最优的实验仪器; ( 2) 有证人的共同
见证———这构成了科学的实证主义( Shapin ＆ Schaffer，2011) 。
科学知识生产的空间通过对如下三对物象特征的操作和设计成为

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场所: 可见和不可见性、公共和私密性、标准化和差
异化( Henke ＆ Gieryn，2008) 。首先，实验室的存在使得许多本不可见
的自然现象变得可见，例如加速器和探测器使高能物理学家查看夸克

成为可能( Pickering，1984; Galison，1997) ，离心机和聚合酶链反应仪器
阵列使分子生物学家能够看到精确的 DNA 片段( Ｒabinow，1996 ) 。同
时，实验室作为封闭的科学空间，又使得科学家的观察行为不可见。很
少有公众获知，科学家是如何观察那些不可见的自然现象的。其次，对
公共性与私密性的有意区分，恰是科学空间的建构策略。例如纽约康
奈尔生物技术大楼中建有两个相互隔绝的空间，有意区分向公众开放

展示的前台和公众不可参与的、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后台。由此可见，
科学知识的生产并不是可以任意进入的，知识生产的空间和秩序是被

严密控制和安排的( Gieryn，1998) 。最后，通过标准化的安排和设计，
科学实验室成为通用的“无地方性的地方”( placeless places) ，从而使
得其中生产的知识具有普遍合法性( Kohler，2002) 。而标准化掩盖的
事实是，每个实验室其实都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当中人为建设的，相互

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最后，标准化的策略尤为重要。在科学的论
域里，地方性往往被当作对科学的“污染”，因为地方性知识是偏狭的、
缺乏客观性的，只有在去地方化的空间内生产的知识才具有可信性和

普遍性。合法的知识需要在合法的空间中生产，而合法的空间需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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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秩序、标准化、非地方性的特征( Secord，1994) 。
虽然科学论域内部不断通过去地方化来实现知识的合法性，但大

量研究也揭示出地方性实际上对于科学是必要的，甚至是构成科学技

术知识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科技知识的生产不一定只

发生在标准化的封闭的实验室里( Ophir ＆ Shapin，1991; Livingstone，
2004; Dierig et al．，2003; Naylor，2005; Law ＆ Mol，2001; Gieryn，2000 ) 。
随着科学实践本身的演进，科学试验的实践( experimentation) 已经从
“实验室的理想型”( laboratory ideal) 转向了“田野的理想型”( field
ideal) ( Schwartz ＆ Krohn，2011 ) 。非实验室空间内的知识生产成为科
学知识生产的“第二模式”( mode 2) ，这些科学实践场所广泛分布于社
会中和科技应用的过程中( Nowotny et al．，2003) 。这样的场所甚至包
括农民生产、养殖的空间，专家在其中与当地农民发生互动，亦可产出
合法的科学知识( Fearnley，2015) 。在田野里的知识生产过程当中，由
常民①提供的地方性知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的环境治理当中，如下三个方面仍是争议性的: 科学

技术知识在地方应用的限度、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界限、实验
室与地方作为不同知识生产空间的合法性，这些可协商的界限就成为

了 STS 的焦点( Bowker，1994; Kuklick ＆ Kohler，1996; Henke，2000;
Kohler，2002) 。在环境冲突、公共健康争议当中，科学空间和本地知识
的分界点往往成为谈判的关键。在每一个争议当中，标准化的、中立的
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本地，本地生产的知识又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进入合法性的科学知识等问题都经历了再建构。这种再建构
的过程以及各方所使用的策略，正是对科技知识应用的一个分析焦点

( Wynne，1989; Tesh，2000; Frickel，2004; Henke，2006) 。

三、作为边界物的二噁英: 垃圾焚烧与世纪之毒

在现场逗留了 20 分钟左右，我便觉得有点发晕。是不是这就
吸入了著名的二噁英? 此后大半天，我都觉得头疼，脑子不清爽。

251

社会学研究 2019． 4

① 常民( lay person) 为台湾 STS研究当中的通用译法，指对应于“专家”的普通民众，他们通
常不具备科学领域内被认证的专家资格，也缺乏专业的科学知识。



我真觉得应该给它改名，叫做“万恶英”。( 郭巍青，2009)

垃圾焚烧技术之所以遭到强烈抗议，主要是由于其剧毒排放物质

二噁英。以上文字出自一位反焚运动的同情者在走访垃圾焚烧厂后写
的评论。在他眼里，二噁英既可恶又可怕。他还注意到当地村民对焚
烧厂的愤怒、癌症村的阴影以及抗议不成功的绝望情绪。

经过水幕除尘，大部分重金属灰尘和大颗粒粉尘基本会沉降

下来……出来的烟气，会经过一个比较小的活性炭喷灌，原理也和
水幕一样，目的是将更小的颗粒 ( 也许就是那些环保分子说的

PM2. 5 吧) 经过活性炭粉尘的吸附，使小颗粒变成大的颗粒，让下
一步的布袋除尘室拦截下来。( 光头的阿加西，2013)

这段文字来自垃圾焚烧技术的支持者。与上段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这段文字没有任何感官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对于锅炉构造和功能的

简介。焚烧技术最具争议的是其污染物的排放。这段文字正是对焚烧
厂如何控制二噁英所作的说明，是对垃圾焚烧的典型技术叙事。
被称为“世纪之毒”的二噁英是人类目前已知最剧毒的物质之一，

可致癌，导致生殖、免疫、内分泌系统病变( 汪军、朱彤，2001; 田爱军
等，2008) 。作为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噁英的特征是剧毒、易积
累且难消解( 黄强等，2012) 。环保部已将二噁英的治理及防控技术的
开发提上了重要议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2013) 。二噁英的可怕
和怪异在于，作为痕量级的物质，其质量微小且无色无味，感官无法察

觉，可谓杀人于无形。生活垃圾的焚烧可产生二噁英作为科学事实已
有定论( 任东华等，2010; 黄强等，2012 ) 。目前的垃圾焚烧技术致力于
防止二噁英的产生，其核心技术手段主要包括: ( 1) 控制燃烧温度，使
其高于 850 摄氏度，以此阻碍二噁英的产生; 而这种对温度的控制有赖
于锅炉控温技术和精密的实时监测系统; ( 2) 通过烟气处理设施，如布
袋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等处理排放物，阻止已产生的二噁英排放出去
( 施敏芳、邵开忠，2006) 。
虽然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是已经确立的科学事实，但相关科学

知识还有很多尚不明确的地方。正是这些“未完成的科学”( undone
science) 给争议留下了空间，也使不同团体的话语对二噁英有不同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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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反焚者怀疑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无法被有效控制，会极大地危
害周边乃至全市居民的健康。支持焚烧者则相信，反焚者妖魔化焚烧
技术，就像近代中国人害怕照相机摄人魂魄或因为害怕火车而拆毁铁

路一样。本文认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方的叙事更真实，而是在于
检视双方如何建立起其自身关于环保、垃圾处理和相关技术知识的合
法性。本文将二噁英视为边界物，相关争议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中介”( mediation) 的过程，二噁英跨越多个社会世界，相关争议围绕
它进行并因之在分歧中继续下去，从而不断进行知识生产。

四、社会世界之一:“安全、环保、高科技”的垃圾焚烧设施

垃圾焚烧设施是技术应用的物质化实体。作为一个社会世界，垃
圾焚烧技术的社会建构在这里展开。下文呈现了一次由广州市组织的
市民参观市政垃圾处理设施的历程，透过普通市民的眼光观看垃圾焚

烧设施。该历程一方面展现垃圾焚烧设施的空间，另一方面呈现普通
市民是如何“观看”并理解焚烧技术的。

X垃圾填埋场是参观的第一站。这是世界上每天接收垃圾最多的
填埋场之一。刚接近填埋区，酸臭刺激的气味就扑面而来。填埋区没
有任何荫蔽，夹杂着恶臭的热浪铺天盖地地袭来，令人流泪作呕。在不
见边际的垃圾海洋上面作业的铲车小得像玩具。一个工程师穿着全套
严实的防护服指着垃圾海洋说道，“这就是广州市的垃圾”。

L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参观的重要一站。园区整洁干净、井井有条、
没有异味，令人难以与肮脏恶臭的垃圾联系起来，和填埋场对比鲜明。
这座巨大的设施汲取了现代建筑设计灵感，是一个银灰色的巨大椭圆，

不时有市民赞叹“好靓啊”。园区入口处有一块黄铜金属铭牌，铭刻着
“AAA级无害化焚烧厂”字样，宣告着国家对其安全性的权威认定。
市民被引入一个光洁明亮的大厅后，尚未明白过来，就已经置身于

垃圾焚化炉内部了。两个干练的年轻女性拿着喇叭，引导人群参观的
路线，像导游一样，其流利的讲解中夹杂了专业的科学术语。大厅中最
显眼的是墙壁上的一块显示屏，荧幕上报告着焚化炉排放物的实时检

测数据。最右一栏是“国标小时均值”( 国家规定合法排放标准) ，通过
比对不难发现，现实的排放数据远比国家规定的有害标准低得多。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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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厂的内部装饰充斥着环保的符号。走廊上装点着儿童环保题材的画
作，还有大型的巨幅海报“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大量地
面被刷成绿色，似乎都在无声地宣称其绿色环保的特性。
焚化炉二楼的展厅格局类似博物馆。入口处的墙上是焚烧厂概况

的大幅图文介绍。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压力表等锅炉部件。锅炉的炉渣
也被装进玻璃容器里做成样本，上方有射灯打下光束，配以文字说明，

其陈列方式就像是博物馆展品。展品还包括焚化厂的锅炉模型和俯瞰
沙盘模型等，有一些对于垃圾焚烧污染略知一二的参观者询问是否会

产生二噁英，讲解员的回答是: 本厂的技术确保不会产生二噁英。讲解
员指着模型的相应位置讲解: 垃圾会在车间放置几天，干燥发酵，随后

再进入焚烧系统，焚烧系统后端连接着排放处理系统。这首尾两步都
是阻止污染物生成的关键，再加上严密的实时监控系统，足以保证安全

性。讲解员精心设计的讲述不仅深入浅出地科普了垃圾焚烧的运作，
还在同时宣传了其安全性，这正是焚烧技术论证其安全性的经典叙事

方式。
焚化炉的最高层是中央控制室，即焚烧厂的“大脑”，工作人员在

这里操作、监控着锅炉。这里也是开放式的，可以游览，还可与工人互
动。该层的大厅有一面透明墙壁，参观者可以观看工人如何操作机械
臂，同时看到在巨大的锅炉内部垃圾是怎样被焚烧的。大厅中间就是
锅炉的核心———中央控制台。五六个工人坐在台前，一边盯着眼前的
显示屏，一边在键盘上操控着，不时拿起对讲机说一两句话，显得专注

而高效。他们面前最大的一块屏幕是一个繁复的电路系统图，密密麻
麻的数值在上面闪烁。参观人群走到这里时交谈的声音逐渐变小，连
脚步都不由自主地放轻，还会互相提醒道，“不要咗住人哋做嘢”( 广州
方言，意指不要妨碍别人的工作) 。
回程车上，参观者议论着填埋场如此令人难受，而焚烧厂是这样的

高级。参观的效果通常是，市民们建立了新的认识———本市的垃圾产
量巨大得超乎想象，不过焚烧厂既高科技又很环保，可以有效地处理本

市垃圾。市民们带着这样的新知识回归日常生活，这种认知也成为了
他们常识的一部分，这种见闻还会被他们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受众当中。
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在当地被广泛接受，公众几乎不会再质

疑。只有当自家周边即将修建焚烧厂或者接受到反焚的信息时，市民
才会再一次产生对垃圾焚烧技术的疑虑。

551

专题研究 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



事实上，不仅仅是焚烧厂内部，整个观光路线都是精心设计的。民
众先是被填埋场海量的垃圾所震惊，然后再参观焚烧厂。这种对比帮
助合法化了焚烧技术。填埋场越是显得肮脏、恶臭，焚烧厂就越是显得
洁净、环保。但这一过程中没有被展现的是，垃圾焚烧技术事实上还存
在着巨大的争议。例如，一位反焚人士这样比喻道:

听过灰姑娘的故事吗? 大女儿长得丑，先看了大女儿，再看二

女儿，会觉得特别美。可是三女儿呢，根本就没让出来见人。( 访
谈日志 2013 年 5 月)

五、社会世界之二: 辩论垃圾焚烧技术风险

本小节展现垃圾处理技术的另外一个社会世界: 反焚人士针对此

项技术与专家的辩论，尤其是围绕边界物二噁英的争议。在这场争论
中，焚烧技术的支持者主要包括: ( 1 ) 当地政府中的主烧派官员及专
家; ①( 2) 环境科学、锅炉技术等领域的专家; ( 3 ) 焚烧设备的运营商及
其专家。反焚者则由焚烧厂周边居民及当地环保组织组成。L焚烧厂
周边的村民们组成了监察队，专门监督焚烧厂的运行和排放情况。

我在二噁英实验室，手里拿着这小小的东西，心里想，原来我

一直的敌人就是这个……我还真有点紧张，怕怕的，生怕失手打碎
了。( 访谈日志 2013 年 6 月)

这是一位反焚人士描述自己第一次亲眼看到二噁英时的内心感

受。这种微小物质构成了他们反对垃圾焚烧的直接原因。对于这不可
见、不可感又异常危险的“敌人”，反焚者是如何理解、如何表述的呢?
下文将对两个核心争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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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当地政府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垃圾焚烧项目来解决垃圾污染问题，因此可以说作为政
策制定者的政府其主要立场是支持焚烧的。垃圾治理实际上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
具体事务又由固体废弃物办公室承担。城管委、固废办内均有工程师任职，其领导班子
中亦包括总工程师一职。而城管委的工程师即政府身份的专家。总工在这场争论中常
常扮演政府专家发言人的角色。



(一)二噁英形成的风险:垃圾充分燃烧?

痕量级的二噁英无色无味、无法感知。证明其存在与否，对于论辩
的双方来说都非常困难。专家指出，垃圾焚烧要形成二噁英，一个必要
的条件是垃圾的不充分燃烧，其界限温度为 850 摄氏度，只要高于这个
温度，二噁英就无法生成。这样一来，会不会产生二噁英的问题就转化
成垃圾是否可以充分燃烧的问题。专家指出，炉温控制在 850 度以上
在技术上是可实现的，焚烧锅炉的预热系统、第二燃烧室等设计就是为
了确保充分燃烧。此外，焚烧厂有着严密的监控系统，对于焚烧温度足
以精确掌握和实时调控。
然而，在通过自学和请教专家之后，反焚者认为当前锅炉技术并不

能确保温度始终达标。① 反焚者难以直接证明炉温不达标，却找到一
个好的办法来把论断具象化，即通过查看焚烧厂排出来的灰烬来检验

垃圾是否被充分燃烧。他们发现，灰烬里面竟然不时出现未被燃尽的
物体，如塑料管，甚至还有橡胶鞋底。这些证据非常有力: 如果这些物
品都没能被烧尽，可见燃烧肯定是不充分的。
最绝妙的是，反焚者通过提出当地垃圾的独特性来论证其难于被

充分燃烧。他们说，“我们不像外国人，只吃汉堡和牛排”。独特的料
理方式，包括大量喝汤的习俗和复杂多变的食谱，都使得当地垃圾当中

厨余所占的比例偏高。此外，广州地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
候，潮湿的气候并不利于使垃圾干燥。尤其是每年春季的“回南天”，②

空气中的含水量极大，会加剧垃圾的潮湿。根据城管技术研究中心的
数据，广州的厨余占垃圾总量的 60%。其结果是，一方面，垃圾中的水
分过高、不易燃，影响到燃烧温度，导致二噁英产生; 另一方面，大量水
分蒸发容易导致排放控制设施的失灵。

(二)对二噁英排放的监控:排放标准与国际惯例?

焚烧技术人员认为，外行人与其保持怀疑，不如关注排放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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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反焚人士的说法，这是因为燃烧的全过程还包括起始的点燃、升温和最后的熄灭、降
温。如果降温不能在两秒钟之内迅速完成，那么二噁英还是有充足的时间生成。另外，
尽管理论上高温充分燃烧可保证二噁英不产生，但在现实中这个过程需要同时满足很多
苛刻的条件才能达成，包括柴油投放量、烟气温度、氧气浓度、停留时间等。这些条件不
仅缺一不可，还要确保其在每一次的燃烧中持续不断地被满足。
每年春夏交接之际，海洋的暖空气与大陆的冷空气交汇，导致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
有两个月异常潮湿，雨雾极多。这种极端潮湿的天气，被当地人称为“回南天”。



于污染物的排放自有国标规定，符合国标就意味着是安全的。L 焚烧
厂宣传，其二噁英的排放一直优于国标，①甚至达到了欧盟指标。这样
的说法没有获得反焚者的信任。村民用一种非常朴素的说法表达其疑
虑，“人造电脑，电脑造人”，意思是，计算机都是人造出来的，人为更改
数据也是可能的。每天，他们都会留意观察焚烧厂的烟囱。如果烟囱
排放出来的是黑烟，他们就怀疑当天的排放有问题。专家则回应认为
烟气的颜色发黑有很多种可能，仅凭颜色判断并不能说明排放物当中

有毒害物质，就好比乌云是黑色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乌云是有害的。
双方关于焚烧厂排放物是否达标的争议最终升级到了对簿公堂的

地步。反焚人士 C向环保局申请公开 L焚烧厂历年的排放数据信息，
结果发现环保局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数据。2013 年，C 将环保局告上广
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指控其没有依法公开焚烧厂的排放信息，尤其是

环保局所提供的污染物检测数据的品项不全，根本没有二噁英的检测

资料。环保局代表当庭辩护说，这是因为对于二噁英的检测需要很高
的技术且成本高昂，焚烧厂自身没有相应能力，所以仅委托有能力的机

构一年一次地进行检测，目前还没有拿到 2012 年的结果。这个回答令
在场者错愕。两个月后，法院判定广州市环保局违法，但并未强制环保
局公开完整的排放数据。于是，C 继续上诉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年后，环保局终于公开了二噁英排放的检测资料。在这份报告中可
以看到，该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量确实达到了国标，但并没有像其在宣

传中所声称的那样，持续达到欧标( 见附表 1) 。
反焚人士通过这场官司向公众展示，焚烧厂虽然致力于向公众树

立其严格规范监控排放的印象，但实际上由于二噁英的监测成本高昂、
技术要求极高且间隔长、程序繁琐，因此根本没有被实时监测。目前的
做法是每年抽样检验一次。即使排放数据准确无误且被及时公开，该
厂能拿到的结果也是一年多前的数据。也就是说，假如排放超标，人们
也要一年多以后才能发现，而此时，居民也已经暴露在其中一年多了。
另外的一个问题来自于抽检的方法。如附表 1，对于一年的二噁英排
放，只是对两个焚化炉分别抽样一天。抽样法对于其他设施或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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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我国的国家标准为 1ng /m3。目前，在多方推动下，我国的二噁英排放标准已经作
出了修改，根据现有《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 － 2014) 》，二噁英排放标准
已经改为 0. 1 ng /m3。可以说，排放标准的修改恰恰是反对派在技术争议中不断质询的
结果之一。



但对垃圾焚烧厂则未必。这是因为垃圾并不是成分稳定不变的“一
种”物质，其每天的成分、含水量都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排放标
准本身也值得推敲。反焚者质疑: 中国规定的二噁英排放的国家标准
为什么比欧盟标准高十倍? 这个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制定时是否充分

考虑了本地环境、人口健康情况和长远影响?
在主烧派的叙述中，焚烧已经是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技术。他们以

日本、北欧为例，证明垃圾焚烧技术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且运作良
好。这样的论述基于一种潜在的认识，即如果一项技术在国际上被使
用，就可以应用于中国。对此，反焚者回应，中国和上述国家存在国情
上的不同，即那些采用垃圾焚烧的国家在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产业类
型等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差异。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 第一，那些国家
有着良好的垃圾分类系统，焚烧的是经过高度分类的、成分单纯的垃
圾，而中国焚烧的却是混合的、成分复杂的垃圾; 第二，在中国的一些地
区，环境污染本来就较为严重，人体已经承受着来自不同污染源的污染

物，增加二噁英的污染不啻雪上加霜。反焚者强调，如果考虑到这些本
土的情况，对于排放的监控及标准制定就不应仅仅依照国际惯例，而是

应该更加严格。

六、垃圾焚烧技术论域中的知识再生产

(一)边界物二噁英:呈现与见证

二噁英是垃圾焚烧技术饱受争议的一个根本原因。争议双方想要
直接证明垃圾焚烧厂是否正在产生二噁英，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对
于二噁英的呈现成为关键。双方都力图不断生产可视的证据，通过生
产证人来制造共同见证，从而生产关于二噁英的合法知识。
垃圾焚烧发电厂兼具处理垃圾的功能性和对公众科普焚烧技术的

展示性。这种展示性包括数据化、展览化、表演性三个策略。首先，被
重点展示的证物是排放物的实时监控数据，如大厅的实时排放数据电

子屏和开放式的中控室。其次，展示的是设备和排放物的实物样本，如
炉渣。最后，自动化的模型展示锅炉的工作流程。导览服务、真人互
动、操作演示使得这座焚化炉像是一个博物馆。人们在其中确实看见
了先进精密的设备，也“看见”了燃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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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是科学论域中当中常见的一种知识生产技术。如科学实验
室，正是由于其创建了增强型环境，才使得不可见的真理变得可见

( Cetina，1999) 。垃圾焚烧设施通过呈现燃烧过程以及本不可见的污
染物，不断宣称着技术的安全性，生产着“安全的垃圾处理技术”的见
证人。另外，呈现的策略不仅在于如何展示，还在于展示什么和隐匿什
么。在物理上使知识变得能见的机制也同时是一个排斥机制，即将特
定的群体排除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之外( Ophir ＆ Shapin，1991) 。焚化炉
当中的数据和工作人员工作的展示令观者感到信服甚至敬畏。虽然他
们并未真正进入其工作内容、接近其核心数据，但仍会感到这项技术是
透明的、开放的。事实上，焚烧厂展示的仅仅是垃圾焚烧技术的复杂知
识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民众无法看见的部分，例如焚烧可能导致的污
染，是被隐而不彰的。特别是，这些设施呈现了对排放的严密检测，但
并未提及二噁英检测工作存在的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反焚者也在积极地制造人证和物证，以呈现不可见的二

噁英。焚烧炉的灰烬当中未被充分燃烧的残留物，以及村民报告说亲
眼所见的黑烟，就是没有充分燃烧的铁证。此类证据被广泛应用于反
焚者的叙事中。在各种公开的和私下的、实体的、网上的讨论以及公共
宣讲和法庭对峙当中，残留物的照片和村民的证词被不断地展示和引

用。有学者在香港的反焚运动中也观察到了证人和证言在听证会等场
所被使用的情况。他发现，证言的作用在于生产一种联结关系，把专业
的知识和常民的知识联系起来( Choy，2011 ) 。反观广州市，反焚者大
量展示来自常民的证据，也是为了建立一种联系———常民的知识、资料
与技术的联系。他们试图把常民的知识和信息引入技术讨论，作为对
专业监测仪器和专家知识的漏洞的挑战。
对于反焚者提供的证据，焚烧专家试图以科学的语言加以解释，以

便把自己的回应变成像是专家对常民的解答疑问。例如，对于村民看
见黑烟的证言，他们解释说烟雾的颜色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通过这种
回应，他们指出感官的证据不如设备的监测数据可靠。由于这些数据
经过精密的仪器测量，又经过专业人士解读，所以更具真实性和权威

性。在科学论域里，见证对于科学知识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项科学实验的结果不仅仅要被科学家本人，还要被其同侪所共同见

证，其知识才能作为事实被接受; 而共同见证的众人应该是受过科学训

练的，受过科学训练的眼睛的见证被认为更有合法性和事实性( Sha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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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ffer，2011) 。在垃圾焚烧技术争议中，争论双方都认可见证的效
力，制造见证人的技术亦被大量使用。不过，专家认为，见证的可信度
是有等级的，科学仪器和专业人士的见证更具优越性，常民应该在专家

的指导下进行见证。而反焚者则试图把常民的见证合法化，他们同样
认可见证的效力，同样接受科学的逻辑，特别是实证主义，只是反对专

家在证据提供及解释上的独断权威。

(二)合法性知识生产的策略:去地方化与地方性

在两个社会世界围绕二噁英的知识生产过程当中，各方都使用了

不同的策略将自身的知识合法化。不同的策略都与技术应用和知识生
产场所的地方性密切相关。焚烧技术的应用及其设施的设计尽可能地
采取了去地方化的策略，以此重申此技术的科学性与普遍适用性。科
学生产空间的去地方化的策略，即对于标准化、公共性以及可见性的操
作( Henke ＆ Gieryn，2008) ，这在垃圾焚烧厂的设计当中均有体现: 首
先是对空间的标准化设计。其外观类似一个科学研究所，内部设计极
大化地仿照了实验室的标准化特征。包括突出图表和数据、强调整洁
和秩序等在内的所有安排也都宣示着技术的精密，显得一切皆在控制

中。焚烧技术知识的核心是通过温度控制技术、排放控制设备和严密
的排放监测系统防止二噁英的产生。在其技术叙事当中，作为焚烧的
原材料的垃圾之特殊性以及技术应用环境之地方性被隐而不显，取而

代之的是基于二噁英理化特性的普遍技术以及标准化的排放指标

系统。
此外，垃圾焚烧设施还努力增强其公共性及可见性。常年与反焚

运动博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全国兴建的焚烧厂越来越注重强化其公

共性和展示性，以应对质疑。例如，L厂的第二座锅炉为了让参观者可
以亲眼观看焚烧的全过程，采取了环形的、全开放式的设计，比第一座
厂的半开放式设计更为直观。广州和北京两地的垃圾焚烧厂都有面向
公众的开放日以及类似的导览安排，接待市民参观。这都与科学实验
室用以增强公共性的策略类似，即在可供大众参观的地方生产公共知

识，借此强调其生产研发的知识或技术是普遍适用的。
最后，焚烧技术在应用和推广中不断地采取超越本地的叙事，链接

起更为普遍和广阔的信息和经验。首先，焚烧厂在最为显著和核心的
地方，通过一块屏幕将焚烧厂的实时排放数据与国标相比较，使用国家

161

专题研究 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



标准来支持其合法性。另外，技术的支持者强调国际经验，以先进发达
国家为范例，由此论证我国应该采用此技术。
反焚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批评标准化的、超越地方性的技术叙事，

通过强调地方适用性和引入地方性、情境性知识来挑战垃圾焚烧技术。
首先，针对标准化的焚烧技术，反焚者指明技术把垃圾当成是“一种”
物质来处理，但实际上垃圾的成分每天都会变化，由于市民季节性的生

活和饮食的差异，其内容可能千差万别。其次，他们通过指出当地垃圾
的管理状况( 无垃圾分类) 、气候特征以及因饮食习惯造成的垃圾成分
特性( 含水量更高) 来强调当地的特殊性，从而论证在其他国家被广为

使用的技术并不一定适用于当地。最后，反焚者强调了地方的环境特
征，例如本地既存的污染等，以此说明统一的排放标准并不能够保障当

地的环境健康。
尽管策略相异，但双方都努力通过对“地方”的论证来合法化自身

的话语: 一方试图证明，焚烧设施可以创造一种具有科学性的空间环

境，有效控制二噁英的形成和扩散; 而另一方则用地方性质疑普遍性知

识的有效性，指出焚烧设施并不具有通用性。双方都致力于论证自己
知识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高于对方。可见，有效性总是来自于“谈判秩
序”的建立( Maines，1982) ，物质场所授权知识声明的能力从来就不是
自动或永久的，其合法性来自于不断的物象化。技术应用的场所尤其
如此。科学技术的普适性边界以及在技术应用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引
入，总是在争议中被不断协商的。

七、结 论

本研究聚焦技术的争议本身，通过论域分析，展示相关科技知识是

如何在技术应用当中及其反对者发动的争论当中被再生产的。在争论
的过程中，双方建构了各自版本的对于垃圾焚烧技术的知识。焚烧技
术的支持者谨守着科学的话语权。针对反焚运动的挑战，技术的应用
和传播采用了去地方性的策略，通过营造显示科学客观性的空间场景，

将垃圾焚烧设施对二噁英的有效控制及安全性呈现出来。与此同时，
反焚者却在不断生产着挑战垃圾焚烧科学技术的反话语。他们也积极
制造见证，以呈现此技术的风险; 还通过引入地方性知识来建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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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风险和毒性的表述，挑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的地方适用性。
当下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从空气污染、核电技术的应用到转基因农

作物的种植与消费，环境污染以及技术风险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性的

重要议题。这类问题复杂而综合，尤其是都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
以及技术。本研究仅是一个探索的开始，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环境
治理 /技术争议研究做出贡献。
第一，本研究试图从科技知识生产的角度为环境运动研究提供新

的进路。通过对两个社会世界的分析，本文再现了焚烧争议中知识与
社会事实共同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垃圾焚烧设施的建设兼具处理垃
圾的功能性和面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展示性; 另一方面，反焚运动不仅仅

在形式上是群体性行动，同时也是针对此科技的挑战以及反话语的生

产。针对科技知识的论辩构成了反焚行动的核心，相关的技术与环境
知识在应用设施中与科技争议中被不断再生产。作为常民的技术反对
者正是通过知识再生产的策略性行动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来。在作为
知识生产的论域的环境运动中，常民的地方性知识被带入科学探讨，影

响了科学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方向，推动了技术的改进。
这场论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现实，既推动了焚烧厂的设计和

技术升级以及相关国家标准和政策的修订，也持续塑造了公众对于生

态正义、技术风险以及环境健康的认知。在科技知识被再生产的同时，
相关的社会事实也在不断地被再生产。由此，本研究呈现了技术、知
识、设施、空间以及相关社会事实在再生产中相互建构的过程。通过对
这一过程的论域分析，本研究还进一步说明，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并不是

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知识的合法性是在谈判和争议当中建立的，普适性

与地方性的边界总是在协商中被不断划定和建构的。
第二，本研究试图为环境治理 /科技争议研究提供一个理论 /方法

包。本文将论域分析引入了对环境治理和抗争的探讨，从而打开技术
的黑箱。对于当前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技术应用以及大型设施，尤其
是带有争议性、风险性的技术，论域分析都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分析
科技知识生产与应用所涉及的各种工作，阐释其中各方参与者的实践

和话语。作为包括一系列场景化概念的理论 /方法包( 见附表 2) ，此进
路有几个重要优点: 第一，适合分析多元化观点，特别是动态分析随着

时间演化的复杂争议，包括还在演化中的社会事件( Clarke，2005 ) ; 第
二，通过跟踪边界物，有利于研究所处社会世界中容易被常规研究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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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行动者和权力关系; 第三，超越了社会学常规的集体行动者的框

架( 如组织、机构甚至社会运动) ，跳出以制度化群体为分析单位的思
路，转用一种互动论的思路分析权力关系( Clarke ＆ Star，2008) 。
焚烧技术争议中所产生的两套知识的对战至今仍未落幕，本文对其

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尤其强调双方对话和辩论的动态关系。在这个论域
中，我们将聚焦灯从原来的舞台中心，即专家与政府对于垃圾焚烧技术

的官方科学论述，更多地转向以往不被关注的人与物，包括争议技术应

用的实体设施本身、民间的技术反对者，等等。本研究还尝试拓展论域
分析的方法应用。本文将大型设施、技术应用的物质空间本身视为一个
社会世界，对这个空间的视觉设计尤其是其呈现、展示、合法化的策略作
出了详尽探讨，并进而指出，正是这些策略使空间成为了生产合法性知

识的场所。将设施的物理空间纳入论域分析是对此种理论框架的一个
尝试性的应用，这应和了近年来人类学研究对于大型设施、物质空间的
关注，也丰富和拓展了论域研究的应用界限。将对设施本身的分析纳入
对一项技术的论域分析，也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争议性技术的“黑盒子”，
为社会科学理解科技争议提供了以往缺乏的视角和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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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广州市环保局提供的 2012 年 L垃圾焚烧发电厂二噁英数据

监测日期 排污口 采样点 I － TEQ ( ng /Nm3)

2012. 12. 14 1#焚烧炉

1#炉 1 0. 075

1#炉 2 0. 067

1#炉 3 0. 059

2012. 12. 31 2#焚烧炉

2#炉 1 0. 194

2#炉 2 0. 196

2#炉 3 0. 225

资料来源: 反焚人士 C提供的“广州市环保局对于其垃圾焚烧厂排放数据信息公开的回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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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概念 释义 STS研究案例 本研究涉及章节

社会世界
( social world) /
话语宇宙
( universes of
discourse)

社会世界是对某些活动共同

承诺的团体，共享多种资源以

实现其目标，并就如何开展业

务构 建 共 同 的 意 识 形 态
( Clarke ＆ Star，2008 ) 。围绕
同一问题的社会世界都将可

以被分析为一个论域。

1) Mead ( 1917) ;
2) Shibutani ( 1955) ;
3) Strauss ( 1978)。

1) 垃圾焚烧技术应用
的社会世界( 第四节) ;

2) 反焚争议的社会世
界( 第五节) 。

边界物
( boundary
object)

边界物是存在于不同社会领域

交界面上的、可供不同行动者
施展转移策略，维系一种跨越

不同社会世界的对话( 共识或

争议) 的事物; 作为开发和维护

跨越社会世界的聚合性的连接

接口，可以促进相关知识的生

产( Star ＆ Griesemer，1989)。边
界物可以是实物、组织，也可是
概念上的空间或程序。

1) Star ＆ Griesemer
( 1989) ;
2 ) Bowker ＆ Star
( 1999) 。

二噁英( 第三节) 。

潜在相关社会

行动者 /物
( implicated
actors /actants)

有两种潜在相关社会行动者 /
物: 在社会世界或论域中实际

存在，但通常被权力占主导者

消声、忽略、透明化的人、物;
实际不存在，而被话语构造出

来的相关社会行动者 /物
( Christensen ＆ Casper，2000;
Star ＆ Strauss，1999) 。

1) Clarke ( 2005) ;
2 ) Christensen ＆
Casper ( 2000) ;
3 ) Star ＆ Strauss
( 1999) 。

1) 垃圾焚烧设施( 第四
节) ;

2) 技术的民间反对人
士( 第五节) ;

3) 公共见证人 ( 第五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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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It is found that，on one hand，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forms the nets
of the power and interest structure by combining power control and interest exchange，in
order to keep the village cadres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 dur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bines political ethics
and social ethics to weave a web of public and private ethic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behavior of village cadres act as expected. The power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politics first”is used at the front stage because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whereas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exchange and“moral
appeal”is used more often at the back stage．

Knowledge Making and Performing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
Arena Analysis of Waste Incineration Technological Disputes

Zhang Jieying ＆ Li Xueshi 14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an approa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 STS) ，and
opens the black box of a particular technology to examine the technological controversies
of anti-incineration movements. Based on the arena analysis framework，it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ontroversies of waste incineration，which is the release of the highly toxic
substance named dioxins，and answers why this technology triggers controversies.
Furthermore，ethnography leads readers into two society worlds: the world of garbag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and their supporters，and the world of the anti-waste incineration
activism. Subsequently，it shows how knowledge about waste incineration is produced，
applied，recycled，and competed by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in different social wor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esearch. Moreover，this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method package for subsequ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campaigns and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disputes．

How Di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Governance Shape the
Drinking Culture of Chinese Cadres—An Empirical Study on County-level
Cadres' Drinking Behavior Qiang Ge 170………………………………

Abstract: Based on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conducted from 2011 to 2015，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rinking culture among Chinese cadres were shaped by three dilemmas in
Chinese local governance， including information deficiency caused by the pyramid
hierarchy structure， non-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task， and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drinking behavior played a role in
trust-building and providing incentives， thus was able to promot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other words，the drinking culture did not violate the formal institution，
but made up to the defections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 In recent years，the“Anti-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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